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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持续推进惩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专项工作，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一直是我国知识产权工作的重中

之重。目前，我国尚未有针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专门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存在加多知识产权恶意诉讼

纠纷。鉴于此，为了加强打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维护知识产权制度的平稳运行以及公平有序的市场秩

序，应当厘清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法律本质，设立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建设与之相匹配的损

害赔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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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always been the top priority of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work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special work of punishing malicious litig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strengthen the 
judicial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t present, there is no special provision for mali-
cious litig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 but there are many disputes about malicious 
litig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practice. In view of thi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crack-
down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licious litigation and maintain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intellec-
tual property system and fair and orderly market order, we should clarify the legal essence of intel-
lectual property malicious litigation, set up th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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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us litigation and build a corresponding damage compensation mechanism. 
 

Keywords 
Malicious Litig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b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fringement, Punitive Damages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知识产权走入大众视野，“潼关肉夹馍”、“青花椒”、“黑洞著作权”等引发热议的事件层

出不穷，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和合理商业维权的界限在何处，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应当如何规制等问题便成

为大众所关心的热点议题。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和碰瓷式维权等问题，给知识产权制度正常运行带来干扰，

损害了社会公众利益，浪费了国家行政资源，要共同打击和规制这种行为，推动知识产权平衡保护。 

2. 问题的提出 

2024 年 1 月，本文在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中，以“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为关键词针对裁判文书

的全文进行检索，共获得检索结果 54 份。为了更确切地了解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司法认定，文本在去

除重复案件的基础上，针对案例的案由以及司法文书中法院的说理内容进行筛选，去除与本文论题无

关的案例，最后获得有效案例裁判文书 35 份，其中包括典型案例 4 份和刑事案件 1 份。以上 35 份有

效案例的司法文书中法院均或繁或简地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构成进行认定，对比分析发现主要存在

以下法律问题。 

2.1.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性质判断 

有 18 件案例是以知识产权诉讼损害纠纷为案由，1 件案件涉及刑民交叉，以敲诈勒索为案由，其

余 16 件则是以侵害商标权、署名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知识产权纠纷为案由。在 16 件以知识产权纠

纷为案由的案例里，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一般是作为被告抗辩的理由出现，被告在否认自己侵权的基础

上提出原告系滥用知识产权进行恶意诉讼，其中 15 件案例以被告败诉作为最终结果，1 件案例否认被

告存在侵权行为。上述 16 件案例中法院在进行说理的过程将重点集中于提起诉讼的原告的权利合法性

上，在确认完原告是否具有合法权利基础后，法院便未对恶意诉讼进行认定。在 19 件以恶意提起知识

产权诉讼损害纠纷为案由的案例里，有 15 件在司法文书中明确表示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是侵权行为，占

比近 79%，其余案例或多或少包括对于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构成要件的分析。有 8 件案例说明知识产权

恶意诉讼是滥用权利的行为，其中 4 件案例援引了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对滥用权利的不合理性进行

说明。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是侵权行为”已达成基本的共识，但是权利滥用

是否是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表现形式，或者说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是否是知识产权滥用的一种，裁判文

书中并没有说明。不过，说明程度的不同与其在裁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紧密联系。说明知识产权恶

意诉讼是侵权行为的部分更多是案件裁判的基础性部分，即与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

息息相关，而说明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是权利滥用则更多将滥用行为视为“恶意”的体现，从而具体地

对诉讼人的主观状态进行判断。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824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徐雯萱 
 

 

DOI: 10.12677/ds.2025.118245 64 争议解决 
 

2.2.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构成要件说理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构成要件说理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否具有权力合法性基础。裁判文书

中虽然使用的表述不尽相同，包括“权利基础”、“主体资格问题”、“实质正当性问题”，但是所有

的案例均认可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成立需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这不仅从本质

上区分了正当维权和恶意诉讼，也为后续“恶意”的认定奠定了基础。 
其二是恶意诉讼中的“恶意”应当如何认定。在 18 件以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纠纷为案由的案

件中，仅“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等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

害责任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65 条第 1 款规定采用了“主观

过错”这样的表达方式，其余在认定的过程中均采取了“恶意”的表达方式。有 4 份裁判文书明确表示

“恶意”比“主观过错”更加严格，不应当包括过失而应当是故意甚至是直接故意。有 3 份裁判文书对

“恶意”进行定义，总结概括而言主要涵盖认知因素和目的因素两个部分，一是需要诉讼人知道自己没

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而提起诉讼，二是需要诉讼人主观上以损害他人利益或者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

为目的。其中“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王绍业、张文等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二审

民事判决书将他人利益细化为“经济利益和贬损对方商誉、削弱对方的竞争优势等非经济利益”。有 4
份裁判文书对考量因素进行了说明，主要包括权利基础、判断能力、诉讼相关行为及抗辩理由等方面。

此外，“温州某电器有限公司与高某某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中还强调应当将主观

恶意的判断客观化。 

2.3.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认定困境 

由上可知，本文发现关于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司法实践有下列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一方面，知识

产权恶意诉讼属于侵权行为并无异议，但是在进行司法裁判的过程中是否应当将其视为一般侵权行为，

而适用侵权行为的一般判断标准，以及其是否属于权利滥用或者知识产权滥用对实践中的司法认定有无

影响，下文将详细论证；另一方面，在具体认定的过程中“恶意”是司法裁判者聚焦的焦点，也是难点，

能否依合法的权利基础而推定诉讼人的善意以及如何“恶意”认定的主客观结合倾向等问题尚未在实践

中得到统一的答案，故需要进一步进行解释和说明。 
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及权利禁止滥用原则。目前，多数学者均认为知识产权恶意诉讼

具有隐蔽性强的特点[1]，因此，在知识产权领域恶意诉讼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危害。与此同时，我国尚未

有专门针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法律，仅有《商标法》第 68 条规定“对恶意提起商标诉讼的，由人民法

院依法给予处罚”。因此为了破解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无法可适用的困境，需要结合现有的司法实践经验

的前提下，确定合理维权和恶意诉讼的边界，厘清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概念，从其法律本质入手分析构

成要件和规制途径，保障司法裁判和执法力度的统一，为维护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3.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法律性质 

知识产权是一种独占权，其具有“天然的垄断性”[2]，合法的权利人能基于独占权获得市场竞争优势，

并合法取得垄断表象的保护。在我国，知识产权的取得一般仅经过形式审查，因此就存在利用知识产权的合

法形式而为自己谋取私利的行为。实际上，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是广义上的滥用诉权的一种。恶意诉讼是对于

司法资源的浪费，也是对当事人权益的严重侵害，因此在实践中需要精准识别并严厉打击，而无论是知识产

权恶意诉讼的识别还是其规制路径的选择，都要建立在认清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法律性质的前提下。 

3.1.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非知识产权滥用 

我国《民法典》第五章民事权利专章中第 132 条“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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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是“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具体体现，而知识产权滥用规则是民法上“权

利禁止滥用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延伸。2008 年我国《反垄断法》颁布以来，我国行政部门发布了许

多有关适用该法第五十五条滥用知识产权垄断行为的行政规章，其中 2016 年国家工商总局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的《关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执法指南(第七稿)》第二条明 1确规定知识产权滥用的概念。但统

一后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却对知识产权滥用概念未作

规定。国内外学术界均对知识产权滥用提出了不同的定义，包括“主观恶意行使说”、“违反权利本旨

说”和“超越界限说”等不同观点，目前也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权利滥用存在以

下两个特征：从形式上来看，权利滥用具有行使权利的表征或与行使权利有关；从前提来看，权利滥用

是违背权利本旨的行为[3]。 
我国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反垄断法领域[4]，这可能与我国参与的《TRIPS 协议》

有关，《TRIPS 协议》序言第一段强调“确保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和程序本身不致成为合法贸易的

障碍”，故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更多从促进自由贸易、竞争自由的角度保护知识产权。因此，知识产

权滥用，包括权利滥用、制度滥用和诉讼滥用，在本质上是以追逐利益为目的，以保护或合理利用知识

产权的名义进行的，背离知识产权制度宗旨的行为[5]，具体体现为拒绝许可、附加条件等限制或排除竞

争的行为。 
针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是否是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多数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与知识产权滥用

是种属关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是知识产权滥用的下位概念[6]。也有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滥用是指行使知

识产权过程中的权利滥用，是以知识产权有效存在为前提的行使知识产权行为，属于广义上的滥用知识

产权制度的行为之一，不包括也不等于滥用知识产权申请程序的行为[4]。本文认为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并

不属于狭义上的知识产权滥用，理由如下：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没有合法的权利基础。虽然知识产权滥用尚未有统一的概念，但究其本源可以针

对从滥用行为的研究中寻得知识产权滥用的一些特征，其中得到普遍认可的是滥用权利一般须以权利存

在为前提[7]，也就是上文所述需要有合法的权利基础。不过，也有观点提出滥用权利本身在“具有合法

的权利基础”的表述上就不符合逻辑，即“因为如果我行使我的权利，我的行为就是合法的；如果我的

行为不合法，就是因为我的行为超越了我的权利范围，是没有权利去做的……[8]”，但这实际上是对

权利的主观限度和客观限度不加区分地一概论述。权利滥用就是根据一种主观的权利，遵守了这权利

的范围而违反了这个法律，就是说违反了全部的社会强制规律的行为。某种特定的权利当然可以容许

我们，但是全部的法律反对我们，这种情形并不是矛盾的，而是完全符合逻辑的[9]。但知识产权恶意

诉讼行为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均不存在合法的权利基础。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不同于狭义上的知识

产权滥用行为。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建立在行为人具有合法权利的基础上，利用知识产权的垄断特性损

害他人的权利，更多强调的是权利行使的限度问题。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并无合法基础，最高人民法

院认为“当事人为获取非法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而故意提起一个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无根据之诉的行为

即构成恶意诉讼”[10]。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并不涉及垄断法问题。由于知识产权固有的垄断性，知识产权权利人往往滥用

其因知识产权垄断形成的市场支配地位，在知识产权许可合同中施加各种不公平条款，构成知识产权

滥用[4]。由于这种滥用行为同时也导致排除、限制竞争的危害竞争秩序后果，因此世界上许多国家和

地区也将其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通过反垄断法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主流

趋势。知识产权滥用包括价格限制、竞争限制、搭售、过高定价、技术回馈条款和过度的地域限制等滥

 
1《关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执法指南(第七稿)》第二条：“滥用知识产权，是指经营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授予有关知识产权的

界限和目的，以不正当方式行使知识产权，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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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为，对知识产权滥用的构成要件需要更多考虑市场行为进行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等反垄断法层

面的因素。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并不会产生限制和排除竞争的垄断效果，也不必然构成反垄断法意义

上的非法行为，基于诉讼主体的特定性，恶意诉讼很难大规模地对市场产生恶劣影响，即使是利用恶

意诉讼诋毁他人商誉也并不会借此产生垄断地位。恶意诉讼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限于参与诉讼的特定主

体，故也无需反垄断法对其进行规制。故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进行认定时，无需从反垄断法的角度对

其进行分析。 

3.2.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是侵权行为 

2011 年《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新增了“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的案由，将其归入

知识产权权属、侵权纠纷。我国《反垄断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也要

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因此，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应属于侵权行为。 
《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王利明、梁慧星两位教授主持编纂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就曾将恶意诉讼

单独作为侵权行为的一种类型列入[11]。依此可以看出我国的基本立场是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行为是一种

特殊的侵权行为。 
知识产权作为私权，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的边界本就模糊，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知识产权诉讼

制度易被异化为谋取不正当经济利益和钳制竞争对手的工具。也正是因为权利边界的模糊之处，更需要

明晰恶意诉讼和合理商业维权之间的区别。既不能任意扩大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范围，因噎废食，限制

权利人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不能不设标准过于随意，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和司法资源浪费。最高人民法

院民事案由规定课题组认为，“因为难以从文字上准确界定”，知识产权恶意诉讼问题“留给司法实践

中去根据个案来判断”，“具体到个案中如何界定恶意诉讼，需要十分谨慎[7]”，故在司法实践中判断

和认定恶意诉讼时应当秉持审慎的态度。 

4.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中“恶意”的认定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作为侵权行为的一种，法院在认定该类行为时应考虑主观过错、客观行为、损害

后果和因果关系四个构成要件，具体体现为：一是行为人有主观恶意；二是行为人提起诉讼的行为具有

违法性，即行为人提起了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没有依据的诉讼；三是行为人恶意提起的知识产权诉讼给相

对方造成了损害后果；四是行为人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行为与相对人的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联系

[12]。 
实践中需要在平衡公共利益和私权利益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行为进行理性判断。对司法实

践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大部分争议焦点均聚焦于对于“恶意”的认定，恶意诉讼和正当维权之间最大的区

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本文认为“恶意”的认定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4.1. “恶意”的过错形式 

我国《民法典》并未对“恶意”的概念进行界定，但是依据我国《民法典》第 1165 条 2的规定，一

般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也就是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者过失。但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恶意”

显然与过错的内涵并不相同，恶意的可责备性应当高于过错，这一点在恶意诉讼和错告的不同上便有所

体现。恶意诉讼的主观可归责性超过一般的故意，最起码要高于放任的故意，真实意图是追求受害人的

损害而自己获利。错告的原告应当承担败诉结果，并以原告败诉的结果保护被告，而不适用侵权责任救

济。恶意诉讼具有非法目的，构成侵权责任，并应承担赔偿责任，救济受害人的损失。同时，在司法实践

 
2《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

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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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涉及“恶意”说明的法院均认为“恶意”应当高于过错，至少过失不应当被纳入其中。由此可知，“恶

意”的考量范围应当限于故意。故意指行为人能预见自己行为的结果，仍然希望或放任结果的发生，包

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类型。恶意是危害最大的故意，必须是直接故意，必须对他人的正当利益或

者法律的权威构成威胁，在进行一定行为时明显以追求他人之损害为目的而不是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

[13]。考虑到恶意诉讼行为属于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应知而不为之”的间接故意不符合其行为模式。

因此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恶意”要求行为人具有“明知而为之”的主观过错，即该“恶意”的过错形

式仅仅包括直接故意。 

4.2. 主客观结合的判断标准 

对于过错的判断也存在主观和客观两种学说，前者的重点在于判断行为人的心理状态的可责难性，

而后者更多依赖行为的非法性。本文认为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作为特殊侵权的一种，其不同之处在于知识

产权制度与公共利益的紧密联系，故在进行判断时，单纯从行为人的心理状态进行主观推断会导致裁判

结果的混论，因此需要结合客观因素加以判断，包括权利基础和行为人的行为能力等。 

4.2.1. 合法的权利基础 
在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中，行为人据以起诉的知识产权均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但实质上往往被宣告

无效或者撤销，及其据以提起诉讼的权利存在瑕疵。由于我国行政机关对著作权登记、实用新型专利和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仅进行形式审查，不进行实质审查，所以即使行为人的知识产权实质不符合授权条件，

仍然能通过形式审查获得授权，从而拥有形式上合法的知识产权。这种形式上合法的知识产权，成为行

为人展开恶意诉讼、进行恶意维权等行动的有力武器。但是，涉案知识产权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并不能

直接得出当事人明知其权利基础存在瑕疵，例如一个低质量的专利因为审核员的过失而被通过，此时当

事人对其实质不合法的权利并不知情，不构成“恶意”。因此，权利最终被无效或撤销并非证明权利人

存在恶意的充分条件，还应进一步分析该权利被宣告无效或撤销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是否存在合

法的权利基础是“恶意”判断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 

4.2.2. 行为人的判断能力 
行为人是否有能力判断并知悉其权利存在瑕疵。由于知识产权具有专业性、法定性，法律制度上有

其特有的安排，行为人如果不具备知识产权制度相关知识或相关领域的从业经验，可能无法判断其权利

上存在的瑕疵。因此，在具体案件中需要结合行为人的判断能力进行认定。例如，如果案件中提起诉讼

的当事人系知识产权领域经验丰富的从业者，又或者其在从事相关工作时聘请了专业的代理机构或者律

师，则可以认为存在超过一般人的判断能力，换言之，如果一个人不具备专业知识，则不能因超出其认

知范围的事由对其进行苛责。 

4.3. 目的与认知的双重判断因素 

英美侵权法认为，“恶意”有两层含义：一是明知自己的行为违法，或会对他人的利益造成损害，

但是由于对法律或他人的合法权利的漠视，仍实施该行为的心理状态；二是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目的，

无合法或正当理由故意违法，或者法律在特定情况下推定行为人具有恶意的心理状态。实践中，对主观

状态的判断并非易事，应从行为人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个方面考量。其一，就认识因素而言，行为

人应明知其没有诉的利益依然提起诉讼向他人主张权利，甚至向法院申请采取诉前禁令或行为保全措施；

其二，就意志因素而言，行为人起诉的目的是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或者其他不正当目的。若同时具备

这两方面因素，即可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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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惩罚性赔偿 

5.1. 引入惩罚性赔偿的合理性 

基于上文的论述，被诉人可以通过侵权责任追究恶意诉讼人的民事责任从而得到救济。关于知识产

权恶意诉讼的赔偿机制，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惩罚赔偿机制，但是司法实践和学术

界中一直存在争论。本文认为基于“恶意”的认定，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机制。根据域外立法，无论是

《美国专利法》《澳大利亚专利法》[14]还是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立法，都规定了知识产权制度的惩罚性

赔偿制度。而无论是立法语言的文义表达还是司法实践经验均表明“恶意”的贬义色彩远高于故意，因

此将恶意诉讼引入惩罚性赔偿有其合理性。参考 2018 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 42 条

规定，“恶意发出错误通知，造成平台内经营者损失的，加倍承担赔偿责任”，明确恶意投诉适用惩罚

性赔偿。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非法性和损害后果远大于恶意投诉，建立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惩罚性赔偿制

度既有现实意义，也有可行性。 
惩罚性赔偿制度设立初衷在于打击情节严重的恶意侵权，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是一种直接故意的侵权

行为，将其划入恶意的范畴无任何争议，且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之行为人大多数都是处心积虑，先恶意获

权再恶意行权，其行为不仅侵害他人之私权，更是借诉讼之名，行谋不法利益之实，最终使得司法审判

为其不法行为做了背书，严重妨害了法律之公平正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是一种情节

特别严重的行为。基于此，为打击该类恶意诉讼，引入惩罚性赔偿非常有必要。还有学者主张，应在民

事实体法中对恶意诉讼进行定性规定，明确恶意诉讼及恶意诉讼侵权损害的赔偿制度[15]；或应加大对恶

意诉讼行为人的侵权惩处力度，引入精神损害赔偿，加大恶意侵权的成本。 

5.2. 惩罚性赔偿倍数的确定 

对于惩罚性赔偿金额的确定，有数额限制和背书限制两种观点。无论是《美国专利法》规定了 3 倍

赔偿，还是我国《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专利法草案》《著作权法草案》相关规定，均采用了倍

数限制。本文认为，不同的侵权案件损害后果不尽相同，根据权利保护的客观需要，以合理的倍数确定

惩罚性赔偿相较于数额限制，更具灵活性和合理性。惩罚性赔偿以原告受损、被告获益所得基数为准，

适用知识产权特别法对于惩罚性赔偿的有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

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宜在一至五倍区间内取较高之倍数，根据案件情节确定惩罚赔偿额度。 

6. 结论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法律性质并非单一理论可完全覆盖，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进行及时、有力地规

制是促进知识产权保护事业健康有序发展、营造诚实守信的营商环境的重要保障。准确辩识知识产权恶

意诉讼，厘清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特殊侵权行为本质，把握“恶意”的判断标准，建设与之相契合的惩

罚性赔偿机制，才能既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利，鼓励创新创造，又维护社会公众合法利益，实

现权利保障与禁止滥用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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